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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区域）的面板数据，对中国城市的幂比例变化规
律进行验证和分析，并利用２０１９年截面数据进行反事实假设。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物质基础设施类指标与城

市人口规模按照亚线性比例变化，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活动类指标也与城市人口规模按照超线性比例变化，中国城

市的主要指标同样符合幂比例变化法则。根据反事实假设结果，在城镇化率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优化人口空

间结构，会引起 ２０１９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 ５．５５％，专利申请量增加 ８．２％，发明专利授权量增加

１８．９７％；引起研究样本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减少４．２％，居住用地面积减少５．４％，实有道路面积减少４．９５％，用电

量减少１４．１７％。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的城市化战略带来以下启示：中国应适当增加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

量，并以这类城市为中心发展大都市区，以节约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和降低能源的消耗，同时实现收益递增和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城市规模　幂比例变化法则　城市化战略　规模经济　收益递增　优化人口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３６（２０２２）１１－００７１－２４

　　一、问题提出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化率从 １９７８年的 １７．９２％上升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６３．８９％，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城市规模问题。较多学者认为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效率优势。

王小鲁和夏小林（１９９９）以生产函数为基础构建城市规模收益函数来寻找城市的最优规模，认为大城市比小

城市具有明显的净规模收益［１］。张国锋等（２０１７）通过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指出大城市的集聚发展能为企业

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２］。陆铭等（２０１９）提出中国目前人口集聚程度滞后于经济集聚程度是造成空间资源

错配和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３］。但上述文献使用的研究方法均无法全面反映城市人口规模和

多种城市活动指标之间的关系。例如，如果城市人口规模增加５０％，那么城市的生产总值（ＧＤＰ）、创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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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基础设施和能源消耗等指标是否也会相应增加５０％？

韦斯特（Ｗｅｓｔ，２０１７）提出全球城市虽然有着各自不同的地理区位、文化历史和社会经济体制，但却表现

出了一种共性：即城市的基础设施类指标与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而经济活动类指标与人口规模呈

超线性比例变化的关系［４］。需要说明的是，该著作的中文译本为《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５］，原版中的

“ｓｃａｌｉｎｇ”在不同章节分别被翻译为“规模”“标度律”“异速生长”“尺度”“比例变化”等多种表述。在地理学

界，学者们研究城市要素（如教育、医疗、道路、排污量等）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问题时多将其翻译为“城市

标度律”［６－７］或“异速生长”［８－１０］。由此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ｓｃａｌｉｎｇ”的翻译尚未统一。本文认为将其翻

译成“比例变化”更为准确，所以本文中“ｐｏｗｅｒｓｃａｌｉｎｇ”统一翻译成“幂比例变化”。

韦斯特研究团队的贝当古等（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７）依据对多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主要经济

指标的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预测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专利数量、人均收入、电缆长度等指标都与城市人口

规模呈幂比例变化关系［１１］。但这个预测仅基于各国几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其中，中国的城市样本仅依

据２００２年的２９５个地级以上城市（区域）的截面数据，结论并不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贝当古和韦斯特

（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Ｗｅｓｔ，２０１０）之后也指出，这个全球范围内城市不同属性的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幂比例变化

法则（ｐｏｗｅｒｓｃａｌｉｎｇｌａｗｓ）的预测，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城市是否有效因数据的缺失而尚不清楚［１２］。

因此，本文将沿用韦斯特团队的思路，以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

析，检验中国的城市发展是否符合幂比例变化法则，并依此进行反事实假设，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出

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事实上，学者们也在尝试扩大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进一步证实该预测结论的有效性。例如，保尔森

（Ｐａｕｌｓｅｎ，２０１２）通过研究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规模与专利活动的关系，发现１９８０年、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０１年大都

市区的专利活动、科研机构数量以及创意行业的就业人数均与人口规模之间存在超线性关系［１３］。贝当古等

（２０１０）提出，采用线性人均指标对城市各维度进行表征和排名忽略了城市中非线性集聚因素的作用，并进

一步提出了比例变化修正指标（ｓｃａ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ＳＡＭＩｓ）［１４］。贝当古（２０１３）梳理汇总了

多位学者关于美国、英国、加拿大、中国、欧盟、日本、巴西、葡萄牙、德国等经济体的不同观测期以及不同城

市体系下城市规模的幂比例变化规律的实证研究成果，指出因不同经济体的城市体系统计口径不同，所得

到的幂比例变化关系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以美国、欧盟为代表的经济体主要采用基于本地劳动力市场功能

并受制于交通成本而形成的大都市区为城市规模的尺度，而中国的城市统计数据则是来自行政区划下的城

市规模尺度［１５］。萨哈斯拉纳曼和贝当古（Ｓａｈａｓｒａｎａｍａｎ＆Ｂｅｔｔｅｎｃｏｕｒｔ，２０１９）基于印度２０１１年人口普查数据

的研究发现，印度的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更节约基础设施；存在一些有超高创新能力的小城市；小城市比大

城市的人均犯罪率更高［１６］。科伊施尼格（Ｋｅｕｓｃｈｎｉｇｇ，２０１９）对１９９０年和２０１２年瑞典７３个劳动力市场的城

市规模与人均工资的截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明集聚效应遵循超线性比例变化关系［１７］。

韦斯特团队的研究也开始被国内学者关注和重视，尤其是地理学领域的学者开始借鉴其研究方法，从

地理学的视角对中国的城市数据进行研究。董磊等（２０１７）分析了２０１１年中国２８４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截面

数据，指出中国城市市辖区数据整体上符合标度律；与美国相比，中国城市人口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率的促

进作用更高，对能源和土地资源的节约比率更低；依据不同的空间尺度和数据源计算出来的幂比例变化指

数有较大差异，遥感数据比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计算结果的拟合优度更高［１８］。周东东（２０２０）分析了中国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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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２０１５年的截面数据以及２０１６年长三角地区１２８个县市的截面数据，认为在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

的城市存在亚线性和超线性幂比例变化效应［１９］。焦利民等（２０２０）分析了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样本，

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基本符合标度律特征，受自组织演化机制的支配，公共资源向大城市集聚的特征较明显，

但由于中国目前仍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标度因子区域分异等特征明显，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发展具有不

平衡性［６］。龚健雅等（２０２１）对２０１７年中国地级市的 ＧＤＰ和建成区面积进行了人均指标和规模修正指标

（ＳＡＭＩｓ）的对比分析，证明了基于规模修正指标进行的城市排序可以消除城市间规模差距带来的影响，对城

市的表现给予更加客观的评价和比较［７］。

还有学者以齐普夫定律（Ｚｉｐｆ’ｓｌａｗ）为依据进行城市规模的研究，陈钊和陆铭（２０１４）提出一国的总人

口规模是影响该国首位城市人口规模的最重要因素［２０］。但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规模分布是否符合

齐普夫定律，学者们仍然存在较大分歧。约安尼德斯和奥弗曼（Ｉｏａｎｎｉｄｅｓ＆Ｏｖ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３）［２１］、吉森和苏德

库姆（Ｇｉｅｓｅｎ＆Ｓｕｅｄｅｋｕｍ，２０１４）［２２］、卢克斯特德和德瓦多斯（Ｌｕｃｋｓｔｅａｄ＆Ｄｅｖａｄｏｓｓ，２０１４）［２３－２４］分别提出美

国、德国和印度的城市规模分布服从齐普夫定律。齐奥塔斯（Ｔｓｉｏｔａｓ，２０１６）认为希腊的城市规模分布不符合

齐普夫定律［２５］。王乾和冯长春（２０１９）指出欧洲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近似服从齐普夫定律的比例高于亚洲

与美洲国家［２６］。关于中国城市规模的分布是否符合齐普夫定律也存在分歧。宋和张（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２）［２７］、彭（Ｐｅｎｇ，２０１０）［２８］分别基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９年和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的中国城市数据验证了中国城市规

模分布服从齐普夫定律。张车伟和蔡翼飞（２０１２）［２９］、王乾和冯长春（２０１９）［２６］认为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

趋向于符合齐普夫定律。而梁琦等（２０１３）［３０］、卢克斯特德和德瓦多斯（２０１４）［２４］、肖万等（Ｃｈａｕｖｉｎ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３１］却指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不符合齐普夫定律。韦斯特团队认为，齐普夫定律虽被众多学者所追随，

但在实际分析问题的过程中齐普夫定律和帕累托法则经常会出现大的偏差，且对于造成偏差的原因至今没

有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研究结论［４］。而且齐普夫定律重点关注的是人口规模的排序，并不能体现出人口规模

与各项城市活动的关联性。从这一点看，韦斯特团队提出的幂比例变化法则的研究其实比齐普夫定律更深

入了一步。

　　三、城市规模的幂比例变化法则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Ａｒｒｏｗ）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８７年在美国圣塔菲

研究所推动了一项把经济作为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其中，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杰弗里·

韦斯特（ＧｅｏｆｆｒｅｙＷｅｓｔ）及其团队已取得了重要的研究进展，他们提出生物体和城市都属于高度复杂的系统，

都由大量的独立个体组成，并通过多个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网络结构相互联系和进化，因此，生物学的克莱

伯定律（Ｋｌｅｉｂｅｒ’ｓｌａｗ）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城市［４］。

克莱伯定律揭示了动物新陈代谢与动物体重之间的幂比例变化关系：所有种群的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率

都与其体重的３／４次幂成正比，也称为代谢率的３／４次幂比例变化法则。例如，大象的体重是老鼠的１０４倍，

大象体内的细胞数量也相当于老鼠的１０４倍，而大象的代谢率却仅是老鼠的１０３倍，这符合３／４次幂比例变

化法则，维持大象细胞存活的能量消耗只是老鼠细胞的１／１０，生物体随其体积的增大取得了规模经济。

韦斯特提出城市具有明显的有机性质，城市与生物体都可被看作是有机的高度复杂系统，为了维持有

机体自身的秩序和结构都需要进行新陈代谢，且他们的新陈代谢过程都通过网络进行，因此都符合基于网

络理论的幂比例变化法则。韦斯特深入论述了幂比例变化法则在生物学和城市科学领域普遍适用的内在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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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体通过血液循环网络进行新陈代谢，通过毛细血管将代谢的能量传输到周围的每个细胞，以此

维持和控制细胞的存活和生长，血液循环网络具有网络空间填充的特点。城市通过道路交通网络、输电

网络、供水和污水管道网络等进行新陈代谢，从外界输入电能、水、粮食等，同时输出垃圾等废弃物来维持

城市的正常运转，因此城市与生物体的新陈代谢都遵循基础的网络理论。生物体的血液循环网络经过长

时间的自然选择已实现了结构的最优化，其分形结构中多层连续分支和皱褶使毛细血管网络表面积达到

最大化，从而实现能量和物质传输效率的最优化。血液循环网络在几何学和动力学上具有自相似性和分

形（ｓｅｌｆ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ａｌｉｔｙ）的性质，生物学中的３／４次幂比例变化法则其实是自相似性和分形的数学

表达。同样，城市新陈代谢网络的结构和动力学也向着运输时间和成本最小化的方向不断演化。贝当古

和韦斯特（２０１０）指出同样的基础设施在人口密度更高的区域将会有更高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１２］。因

此仅从新陈代谢的角度考虑，生物及城市的代谢率按其体量的亚线性比例变化。然而城市基础设施按其

人口规模的０．８５次幂比例变化，而不是克莱伯定律的０．７５次幂比例变化，且城市各要素指标的实际分

布比生物学指标离散程度更大。这主要是因为生物体经过了更长时间的自然选择而演化形成的新陈代

谢网络比人类社会经过规划设计而形成的城市基础设施网络更有效率，从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规模

经济。

虽然生物体和城市都通过网络进行新陈代新，但其代谢的网络连接终端却不同，生物体血液循环网络

联系的是细胞，而城市交通网络联系的是人，人是能动的行为主体，这将使城市和生物体在另一个方面有不

同的表现。人类社会语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交换信息的能力，而城市的道路和交通网络以及通信网络等基

础设施可以帮助人们加强社会互动性，从而形成信息交流的社会网络，城市提供了使人们之间形成频繁交

流互动的自然机制并从中获利，由此产生的正反馈循环推动了持续的创新和财富创造，使得城市的社会经

济活动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化，并实现收益递增［４］。

韦斯特团队将幂比例变化法则适用的范围从生物学扩展到了城市领域，他们定量研究了不同国家、不

同经济和社会体制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全球多个城市的多个要素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得出了以

下规律性结论［４］：

第一，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类指标（如建设用地、道路、电缆长度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变化

（ｓｕｂ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ａｌｉｎｇ），但其幂比例变化值约为０．８５，而不是克莱伯定律中提出的０．７５，即城市的人口规模增长

１倍，只需增加８５％的城市基础设施，具有规模经济特性。因此，一个１０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所需要的基础设

施（如城市道路等）比２个５００万人口的城市所需的基础设施总和要少约１５％，这意味着大城市比小城市更

能节约基础设施和材料能源等。

第二，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类指标（如创新和财富创造，当然也包括疾病和犯罪数量等负面指标）与

城市人口规模按近似１．１５的幂比例变化指数呈超线性比例变化（ｓｕｐｅｒ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ａｌｉｎｇ），即城市人口规模增

长１倍将引起城市专利数、经济总量以及犯罪率等指标增长约１．１５倍，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报酬递增的

特性。

第三，并非所有的城市要素都按非线性比例变化（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ａｌｉｎｇ），代表城市居民需求及消费的指标

（如就业人数、住房数量、家庭用电量等）与城市人口规模基本按照线性比例变化（ｌｉｎｅａｒｓｃａｌｉｎｇ），这类指标

的比例变化曲线的斜率接近１。无论城市规模如何，可以认为城市里平均每个人都拥有一份工作和一个住

所，当然现实的情况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工作，也有的人同时做着多份工作，并非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住

所，也有的人会有多个住所，因此总体来看城市的就业岗位和住房数量会随人口规模的增长而线性增长。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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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城市人口规模越大，会带来越多的社会互动和连接，这会产生更多的创新和创意，从而创造

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城市人均使用的基础设施和能源却越少，人均碳足迹越低，从而实现了城市的绿色

发展，这将成为全球范围内城市化持续爆炸式增长的潜在驱动力。例如，１个１０００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比

１００个１０万人口的小城镇可节约５０％的城市基础设施，可具有约２倍的创新能力。然而城市规模并不是可

以无限制增加的，依据马尔凯蒂定律（Ｍａｒｃｈｅｔｔｉ’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城市规模的扩张主要受人们所能忍受的通勤时

间的限制，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在相同的通勤时间内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长，城市规模与以前相比

也越来越大了。

　　四、中国城市规模幂比例变化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软件Ｓｔａｔａ１４．０对每年的截面

数据以及这１３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原始数据的连续性和可得性，本文样本没有包含港澳台地区、

新疆吐鲁番市和哈密市、安徽巢湖市、贵州铜仁市和毕节市、海南儋州市和三沙市以及西藏日喀则市、昌都

市、林芝市和山南市。山东省原莱芜市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并入济南市，２０１９年无此数据，故本文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原莱芜市数据合并计入济南市①。

本文所需原始数据主要来自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但２０１７年以前的《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中未包含专利数这一指标，且目前没有公开出版的关于２０１６年以前的中国地级区域的专利申请和专

利授权数据的统计资料，所以本文样本中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的地级以上城市的专利数据均来自各城市的知识产

权局、科技局、《城市科技年鉴》以及城市统计公报等。

　　（二）基本模型的构建

Ｙ（ｔ）＝Ｙ０Ｎ（ｔ）β （１）

式（１）是韦斯特团队检验城市幂比例变化的模型［１１］。其中，Ｎ（ｔ）为ｔ时期的城市人口数量。Ｙ（ｔ）分别

表示ｔ时期的城市物质基础设施，如城市道路面积；经济社会活动，如ＧＤＰ、专利数量；居民消费，如家庭用电

量。Ｙ０为常数。指数β是幂比例变化的数值。式（１）表示Ｙ（ｔ）和Ｎ（ｔ）的 β次方成正比，如果 β＝１，则表示

Ｙ（ｔ）与Ｎ（ｔ）呈线性关系，即如果Ｎ（ｔ）增长１倍，则Ｙ（ｔ）也增长１倍；如果β≠１，意味着Ｙ（ｔ）与Ｎ（ｔ）呈非线

性关系。具体来说，如果β＞１，表示Ｙ（ｔ）与Ｎ（ｔ）呈超线性关系，即如果Ｎ（ｔ）增长１倍，Ｙ（ｔ）将会增长超过１

倍；如果β＜１，表示Ｙ（ｔ）与Ｎ（ｔ）呈亚线性关系，假如Ｎ（ｔ）增长１倍，Ｙ（ｔ）的增长将会小于１倍。

因韦斯特团队使用的是单一年份的截面数据，而本文使用了多个年份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故将式（１）

做进一步的调整：

Ｙｉ，ｔ＝Ｙ０Ｎｉ，ｔβ　 ｉ＝１，２，．．．，２８５ （２）

在式（２）中，Ｙｉ，ｔ表示城市基本元素变量的向量，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代表性，Ｙｉ，ｔ包含８个指标，即

Ｙｉ，ｔ＝（Ｙ１ｉ，ｔ，Ｙ２ｉ，ｔ，Ｙ３ｉ，ｔ，Ｙ４ｉ，ｔ，Ｙ５ｉ，ｔ，Ｙ６ｉ，ｔ，Ｙ７ｉ，ｔ，Ｙ８ｉ，ｔ）。Ｙ１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生产总值，Ｙ２ｉ，ｔ表示第ｉ个城

市第ｔ时期的专利申请数，Ｙ３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发明专利授权数，Ｙ４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城

５７

①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济南市和原莱芜市的各项研究指标所对应的统计口径均一致，因此为了数据的连续性将研究期间内这两个城市各个年
份的统计指标分别相加计入济南市，对分析结果没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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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用地面积，Ｙ５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城市居住用地面积，Ｙ６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城市实有

道路面积，Ｙ７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用电量，Ｙ８ｉ，ｔ表示第ｉ个城市第ｔ时期的用水量。Ｎｉ，ｔ是表示第ｉ个城

市第ｔ时期的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的向量。ｉ表示本文样本中的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ｔ表示时间维度，研

究样本共包含１３年。

将式（２）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得到式（３）：

ｌｏｇＹｉ，ｔ＝ｌｏｇＹ０＋βｌｏｇＮｉ，ｔ　ｉ＝１，２，．．．，２８５；ｔ＝１，２，．．．，１３ （３）

在式（３）的基础上进一步添加随机误差项向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ｌｏｇＹｉ，ｔ＝ｌｏｇＹ０＋βｌｏｇＮｉ，ｔ＋εｉ，ｔ （４）

εｉ，ｔ＝μｉ＋λｔ＋ｕｉｔ　ｉ＝１，２，．．．，２８５；ｔ＝１，２，．．．，１３ （５）
其中，ｌｏｇ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向量，ｌｏｇＮｉ，ｔ是解释变量向量，εｉ，ｔ是复合扰动项，ｕｉｔ为经典误差项，μｉ为个体

效应，λｔ为时间效应，其中，Ｅ（μｉ）＝０，Ｅ（λｔ）＝０，Ｅ（λｔｕｉ）＝０，Ｅ（μｉｕｉ）＝０。

在通常情况下，为验证面板数据时间序列维度的平稳性，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以避免出现虚假相关关

系或伪回归。如果检验结果确认数据在时间序列维度不平稳，还需进行协整检验，把存在一阶单整的变量

进行线性组合，以消除其随机趋势。但本文样本中，面板数据的截面维度 ｎ为２８５（共包含２８５个地级以上

城市），而面板数据的时间序列维度ｔ为１３（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共１３年），截面维度的数值远大于时间序列维度

（ｎ＞ｔ），因此本研究样本属于短面板数据结构，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意义不大。

韦斯特等（２００７）在对不同国家进行多年度样本数据分析时，采用对研究样本逐年进行截面数据分析的

方法［１１］，本文借鉴其研究方法，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每年的２８５个城市的截面数据分别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并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２８５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ＯＬＳ）进行混合回归模

型的分析①。

　　（三）中国城市超线性比例变化关系的验证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了城市市辖区ＧＤＰ（Ｙ１ｉ，ｔ）、城市市辖区专利申请数（Ｙ２ｉ，ｔ）和城市市辖

区发明专利授权数（Ｙ３ｉ，ｔ）这三个指标为代表，检验经济社会活动类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是否呈超线性比例

变化，其中人口规模选用市辖区城市常住人口这个统计指标，更能体现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

１．中国城市ＧＤＰ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本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每年的城市ＧＤＰ（Ｙ１ｉ，ｔ）和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数据利用式（３）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如表１所示，每年的回归系数β的值都大于１，各年度 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１９５８，且显著性均为１％。

基于上述回归结果可知，中国城市ＧＤＰ与城市人口规模之间呈超线性比例变化的特征，研究期间内每年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益递增。

以往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都基于截面数据，相比之下面板数据既包含了截面维度又包含了时间序

列维度，还能有效解决线性回归过程中解释变量遗漏的问题，提供更多关于样本动态行为的信息，因此本

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３７０５个样本观测值进行面板数据的混合 ＯＬＳ模型回归（见式（４））。结果如表１

６７

① 本文还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回归分析，但回归结果并不理想。例如，固定效应回归分析的结果中关于发明专利授权

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城市实有道路面积和城市用水量这几个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比例变化关系的β值分别为０．１０２８、
０．４８１２、０．４３１２、０．５８９９和０．１８５６，结果与依据各个指标每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差距很大，与已有研究结论都差距较大，而
且也不符合经验证据。加之目前研究主要采用横截面数据，对其进行ＯＬＳ回归，故本文也借鉴这一方法，对研究期间内各个指标的横截面数
据进行逐年回归分析，并对整体的面板数据采用混合ＯＬＳ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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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图１所示，回归系数 β为１．２２９８，显著水平为１％。这表明整个研究期间内中国城市 ＧＤＰ与城市人口

规模按超线性比例变化，在研究期间内中国平均城市人口规模每增加１倍，城市 ＧＤＰ将增加１．２２９８倍，

即大城市与小城市相比，人均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更多，实现了城市经济的收益递增。城市人

口规模越大，将有更具多样性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更多样的人才资源［３２］，通过集聚经济的匹配（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和学习效应（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的微观机制实现收益递增［３３］。集聚促使具有异质性的劳动力资源和从事专业化生

产分工的企业及其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的职位需求之间实现更高效率的组合和匹配，从而降低劳动力市

场的搜寻成本，以吸引更多样化的人才进一步流入本地劳动力市场，形成劳动力池效应。而具有异质性

特征的劳动力和企业在高密度的经济活动中交流和学习各自的知识、技能和理念，既促进了生产力的提

升，也有利于创新，从而实现收益递增。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基于中国城市样本得出的城市ＧＤＰ与城市人

口规模之间的超线性变化比例为１．２２９８，略高于韦斯特的结论（即超线性比例变化值约为１．１５），表明中国

城市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平均经济收益比国外的城市更高，一个人口规模为１０００万的城市所创造的 ＧＤＰ

相当于２个人口规模为５００万的城市ＧＤＰ总和的１．２２９８倍。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要

远高于小城市。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与欧美等国家仍有差距，人们仍有较大的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再向大城

市集聚的内在驱动力，适当调整人口的空间分布，适当增加大城市的数量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将会更有利于

经济总量的增长［３４］。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ＧＤＰ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１．１８８７ ０．０４５９ ［１．０９８４，１．２７９０］ ０．７０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５．９１ ６７１．１５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２０１２ ０．０４４７ ［１．１１３２，１．２８９２］ ０．７１７４ ０．０００ ２６．８６ ７２１．７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１．２１０７ ０．０４２５ ［１．１２７０，１．２９４３］ ０．７４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８．４８ ８１１．１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６５ ０．０４０７ ［１．１０６４，１．２６６６］ ０．７４９６ ０．０００ ２９．１７ ８５０．７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１９１６ ０．０３７８ ［１．１１７１，１．２６６０］ ０．７７７３ ０．０００ ３１．４９ ９９１．５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１．１７１６ ０．０３６９ ［１．０９９０，１．２４４１］ ０．７８０４ ０．０００ ３１．７８ １００９．６６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１．２１８１ ０．０４８９ ［１．１２１８，１．３１４４］ ０．６８５４ ０．０００ ２４．８９ ６１９．５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１６０３ ０．０３６２ ［１．０８９０，１．２３１６］ ０．７８３０ ０．０００ ３２．０２ １０２５．３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２２７４ ０．０３３７ ［１．１６１２，１．２９３７］ ０．８２４０ ０．０００ ３６．４６ １３２９．６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１．１５５４ ０．０３６２ ［１．０８４１，１．２２６７］ ０．７８１７ ０．０００ ３１．９０ １０１７．３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７ １．１１９２ ０．０３７６ ［１．０４５２，１．１９３１］ ０．７５７５ ０．０００ ２９．７９ ８８７．６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１．２４３７ ０．０３１９ ［１．１８０８，１．３０６６］ ０．８４２３ ０．０００ ３８．９４ １５１６．３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６４ ０．０３０９ ［１．１７５５，１．２９７３］ ０．８４９０ ０．０００ ３９．９６ １５９６．８９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１．２２９８ ０．０１２１ ［１．２０６２，１．２５３５］ ０．７３６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１．８４ １０３７１．７４ ３７０５

　　注：、和分别表示Ｐ＜０．１、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后表同。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１９５８。

２．中国城市专利数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活动类指标是城市的创新能力，它是城市经济发展是否能够具有可持续性驱动

力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采用城市专利申请数指标（Ｙ２ｉ，ｔ）来衡量城市的创新能力，因为专利授权量指标通

常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而专利申请量指标受到来自政府的限制性因素的影响较少，更能及时反映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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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ＧＤＰ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１．２２９８，Ｒ２＝０．７３６９。

同城市创新的真实水平和社会的创新活

跃度。研究期间内每年的城市专利申请

数（Ｙ２ｉ，ｔ）和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的截面数

据的线性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每年的 β
值都大于 １，且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

β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３８３１，说明研究期间

内中国城市专利数量与城市人口规模之

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超线性比例变化的

关系。

进一步对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中国地

级以上城市的３７０５个面板数据利用式

（４）进行混合 ＯＬＳ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如表２和图２所示。回归系数 β为１．４５６９，即城市人口规模每增长１倍，平均将会带来约１．４５６９倍

的城市专利数的超线性增长，具有较大幅度的收益递增效应。大城市更有利于形成积极的社会创新氛

围，并提升社会创新活跃度。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专利数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１．３７０８ ０．０８５５ ［１．２０２４，１．５３９２］ ０．４７３８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２ ２５６．８０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３８１１ ０．０９０３ ［１．２０３４，１．５５８８］ ０．４５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０ ２３３．９５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１．４８５２ ０．０８３８ ［１．３２０３，１．６５０１］ ０．５２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７３ ３１４．１９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１．４１３８ ０．０８８４ ［１．２３９８，１．５８７８］ ０．４７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５．９９ ２５５．８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４４０３ ０．０７４３ ［１．２９４１，１．５８６６］ ０．５６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３９ ３７５．８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１．３４５７ ０．０７０９ ［１．２０６２，１．４８５１］ ０．５５８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９９ ３６０．７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１．４３４１ ０．０７９６ ［１．２７７４，１．５９０８］ ０．５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１ ３２４．３９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３３００ ０．０６３２ ［１．２０５５，１．４５４４］ ０．６０８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０４ ４４２．５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３８４９ ０．０６２４ ［１．２６２１１．５０７６］ ０．６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１ ４９３．１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１．２３９４ ０．０６４０ ［１．１１３４，１．３６５３］ ０．５６８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３７ ３７５．１４ ２８５

２０１７ １．２９５７ ０．０６７２ ［１．１６３５，１．４２７９］ ０．５６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９ ３７２．１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１．３８５７ ０．０６３６ ［１．２６０５，１．５１０８］ ０．６２５３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０ ４７５．１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１．３９９６ ０．０６２４ ［１．２７６８，１．５２２５］ ０．６３８６ ０．０００ ２２．４３ ５０２．９６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１．４５６９ ０．０２３５ ［１．４１０９，１．５０２９］ ０．５１０３ ０．０００ ６２．１２ ３８５８．４６ ３７０５

　　注：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３８３１。

专利数据中实际包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这三种类型，其中的发明专利授权

量指标最能体现创新质量。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进一步选取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的城市发明专利授权

量指标（Ｙ３ｉ，ｔ）来验证城市创新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将 ２８５个样本城市 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每年的截面数据分别代入式（３），结果如表 ３所示，回归系数 β分别为 １．５３５８、１．６４６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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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专利数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１．４５６９，Ｒ２＝０．５１０３。

１．６９９３，均高于相同年份依据专利申请

量（Ｙ２ｉ，ｔ）指标得到的 β值。将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９年的８５５个样本数据依照式（４）进

行面板数据 ＯＬＳ回归，结果如表 ３和图

３所示，回归系数β为１．６２４４，且在１％

的水平显著，意味着城市人口规模每增

加１倍，将会带来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

量约１．６２４４倍的增加量。这再一次验

证了前面提到的观点，创新能力和创新

质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

化，大城市比小城市更有利于创新，这个

结论与李红雨和赵坚（２０２０）［３５］测算的

中国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布特征是一

致的。

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１７ １．５３５８ ０．０７８３ ［１．３８１６，１．６８９９］ ０．５７６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６１ ３８４．６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１．６４６９ ０．０７２９ ［１．５０３４，１．７９０４］ ０．６４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９ ５１０．４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１．６９９３ ０．０７９２ ［１．５４３３，１．８５５３］ ０．６１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４４ ４５９．７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１．６２４４ ０．０４４４ ［１．５３７３，１．７１１６］ ０．６１０８ ０．０００ ３６．５９ １３３８．６４ ８５５

　　注：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６２７３。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包括高层次人才、技术和资本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更容易在大城市形

成集聚效应，这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成本的降低和连接效率的提高，提升新信息和新思想的交流和传

图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发明专利授权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１．６２４４，Ｒ２＝０．６１０８。

播速度，促进了城市整体创新能力的提

升。这个结论与现实中创新能力的排名

相吻合，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北京、上

海等）的创新能力往往要大大强于人口规

模较小的城市，大城市对创新要素和创新

人才更具吸引力。本文结论与韦斯特团

队的贝当古等（２００７）［１１］得出的城市创新

产出与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化的结

论方向一致，但本文依据专利申请数所得

出的幂比例变化值（１．４５６９）和依据发明

专利授权量计算出的幂比例变化值

（１．６２４４）明显高于韦斯特的研究结论

（１．１５），说明现阶段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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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其他国家更大。这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

施，使中国现阶段正处在创新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口规模较大的城市凭借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创新资

源吸引了更多的创新人才不断涌入，创新服务业等新业态在大城市率先蓬勃发展，为创新的全过程提供

了更好的服务，相对于人口规模较小的城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从而形成高质量的区

域创新中心，带动周围地区的创新和经济产业发展。

　　（四）中国城市亚线性比例变化关系的验证

结合数据的可得性和样本的匹配性，本文选择城市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Ｙ４ｉ，ｔ）、市辖区居住用地面积

（Ｙ５ｉ，ｔ）和市辖区实有道路面积（Ｙ６ｉ，ｔ）这三个指标来检验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类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是否呈

亚线性比例变化。

１．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本文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每年的截面数据依照式（３）进行线性回归，同时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面板数据依据

式（４）进行混合ＯＬＳ模型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每年的回归系数β值均小于１，β的算术平均值为

０．８５８８，说明研究期间内的每一年中国城市的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都呈亚线性比例变化的关系，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规模经济效应。

面板数据的混合 ＯＬＳ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４和图４所示，β值为０．８６７３，这个结果与依据截面数据

回归得到的每个年度的β的均值接近，且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进一步说明了中国城市的建设用地与城市

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变化，研究期间内城市人口规模每增长 １倍，城市建设用地仅会随之增长

０．８６７３倍。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人均建设用地却在减少。这个结果与焦利民等（２０２０）［６］和

董磊等（２０１７）［１８］依据中国城市样本的截面数据的研究结果较为接近。与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城市建

设用地面积的增加比率要小于其人口规模的增加比率。这是因为大城市人口密度相对较大，产业集聚提

升了经济活动的密度，大量的企业集聚在开发区、写字楼、商务综合体等地方，共享城市基础设施以及服

务资源，减少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等的闲置时间，从而促使城市建设用地的使用效率不断提升，实现更高

的集约化程度。

表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０．８３２２ ０．０４１３ ［０．７５０９，０．９１３５］ ０．５８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４０６．０５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０．８７６９ ０．０４０２ ［０．７９７７，０．９５６０］ ０．６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０ ４７５．３８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０．８６１５ ０．０３８９ ［０．７８４９，０．９３８１］ ０．６３２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１３ ４８９．５４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０．８５３１ ０．０３７８ ［０．７７８７，０．９２７５］ ０．６４１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６ ５０９．０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０．８７９１ ０．０３５０ ［０．８１０３，０．９４７９］ ０．６８９９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６３２．５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０．８４４６ ０．０３２３ ［０．７８１０，０．９０８１］ ０．７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６．１７ ６８５．０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０．８８１４ ０．０４１５ ［０．７９９７，０．９６３０］ ０．６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１．２５ ４５１．７６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０．８５１３ ０．０３０３ ［０．７９１７，０．９１０８］ ０．７３５８ ０．０００ ２８．１３ ７９１．４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８７９９ ０．０２８７ ［０．８２３５，０．９３６３］ ０．７６８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７１ ９４３．０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２０５ ０．０２９７ ［０．７６２１，０．８７８９］ ０．７２９１ ０．０００ ２７．６６ ７６４．９５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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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续）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１７ ０．８０７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７４７９，０．８６６１］ ０．７１７７ ０．０００ ２６．８８ ７２２．７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０．８９６２ ０．０２７１ ［０．８４２７，０．９４９６］ ０．７９３２ ０．０００ ３３．０１ １０８９．６４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０．８７２０ ０．０２７９ ［０．８１７１，０．９２６９］ ０．７７４８ ０．０００ ３１．２７ ９７７．７８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０．８６７３ ０．００９５ ［０．８４８８，０．８８５８］ ０．６９４３ ０．０００ ９１．７０ ８４０８．４６ ３７０５

　　注：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８５８８。

图４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０．８６７３，Ｒ２＝０．６９４３。

２．中国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与城市人

口规模的关系

表５表示研究期间内中国城市居住

用地（Ｙ５ｉ，ｔ）和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的关

系。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每年的截面数据代

入式（３）进行线性回归的 β值都小于１，

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８４４０。研究期间

内的每一年中国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与城

市人口规模都呈不同程度的亚线性比例

变化。

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的面板数据代入式

（４）进行混合 ＯＬ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５

和图５所示，回归系数β的值为０．８５０３，

且β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人口规模平均每增长１倍，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仅增长０．８５０３倍，这个结

论与韦斯特（２０１７）［４］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这说明大城市的人均居住面积低于小城市，从中国大城市的房

屋单价普遍高于中小城市可以证明；大城市的住宅更多地采用高层的形式来实现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够承载

更多人居住的目标，有效提升了居住用地利用的集约程度和使用效率，形成了较为显著的土地使用的规模

经济效应。

表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０．８１２７ ０．０４２２ ［０．７２９８，０．８９５７］ ０．５６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８ ３７１．７３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０．８３８５ ０．０４０３ ［０．７５９１，０．９１７８］ ０．６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９ ４３２．２０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０．８４６１ ０．０３８９ ［０．７６９４，０．９２２７］ ０．６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１．７２ ４７１．９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０．８２９９ ０．０３８６ ［０．７５３９，０．９０５８］ ０．６１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５０ ４６２．１６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０．８５１８ ０．０３６３ ［０．７８０４，０．９２３２］ ０．６５９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４７ ５５０．８４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０．８１９９ ０．０３４２ ［０．７５２５，０．８８７２］ ０．６６８７ ０．０００ ２３．９６ ５７３．８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０．８７７３ ０．０４１５ ［０．７９５６，０．９５９１］ ０．６１０８ ０．０００ ２１．１３ ４４６．４６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０．８３１５ ０．０３３５ ［０．７６５５，０．８９７４］ ０．６８４３ ０．０００ ２４．８３ ６１６．３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８９０２ ０．０３１６ ［０．８２８０，０．９５２４］ ０．７３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８．１６ ７９３．１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１６０ ０．０３３２ ［０．７５０６，０．８８１４］ ０．６７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６ ６０３．３０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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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１７ ０．７９９４ ０．０３２９ ［０．７３４７，０．８６４１］ ０．６７５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３３ ５９１．８９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０．８９１９ ０．０２９３ ［０．８３４１，０．９４９６］ ０．７６５０ ０．０００ ３０．４１ ９２４．９６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０．８６０８ ０．０３０７ ［０．８００３，０．９２１２］ ０．７３４３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３ ７８５．５６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０．８５０３ ０．００９９ ［０．８３０９，０．８６９６］ ０．６６７６ ０．０００ ８６．２５ ７４３８．４２ ３７０５

　　注：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８４４０。

图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０．８５０３，Ｒ２＝０．６６７６。

３．中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与城市人

口规模的关系

关于中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Ｙ６ｉ，ｔ）

与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的关系，本文依据

式（３）对研究期间内每年的截面数据进

行线性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每年的

回归系数β的值都小于１，β值的算术平

均数为０．９２６１。这表明城市实有道路面

积与城市人口规模在研究期间内呈现出

不同程度的亚线性变化比例，人口规模越

大的城市人均所需要的城市道路面积

越少。

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

上城市的３７０５个数据依据式（４）进行面板数据混合ＯＬ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６和图６所示，回归系数β为

０．９４３１，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中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按亚线性比例变化，即研究期间

内中国城市平均人口规模每增加１倍，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仅增加０．９４３１倍。城市人口规模越大，其道路基

础设施的使用效率就越高，平均每单位面积的道路承载的人流和车流更多，每人所需的道路面积更小，形成

了基础设施的节约。本文研究结论（０．９４３１）与韦斯特（２０１７）［４］的研究结论（０．８５）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

异，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研究样本是基于行政区划的地级市，而韦斯特验证的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样本是基

于通勤联系的本地劳动力市场（ｌｏ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ｍａｒｋｅｔ）形成的大都市区（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二者的区域范围不

同［１８］；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目前的城市道路的平均使用效率要比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低，城市道路规划

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未来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１８］。

表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０．９１１０ ０．０４５８ ［０．８２０９，１．００１１］ ０．５８１８ ０．０００ １９．９０ ３９５．９８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０．９５２８ ０．０４０８ ［０．８７２４，１．０３３２］ ０．６５６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 ５４４．２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０．９８０６ ０．０４２６ ［０．８９６７，１．０６４４］ ０．６５０７ ０．０００ ２３．０２ ５２９．９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０．９４３５ ０．０４０１ ［０．８６４５，１．０２２５］ ０．６６０４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２ ５５３．１４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０．９５２６ ０．０３６４ ［０．８８１０，１．０２４２］ ０．７０７１ ０．０００ ２６．２０ ６８６．２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０．９３８９ ０．０３７６ ［０．８６４８，１．０１３０］ ０．６８６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９５ ６２２．５８ 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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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续）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１３ ０．９６７７ ０．０４７１ ［０．８７５０，１．０６０４］ ０．５９７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５４ ４２１．９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０．８６９１ ０．０３８５ ［０．７９３３，０．９４５０］ ０．６４１７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７ ５０９．３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０．９５４７ ０．０３５１ ［０．８８５５，１．０２３８］ ０．７２２１ ０．０００ ２７．１８ ７３８．５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８８７４ ０．０３６７ ［０．８１５２，０．９５９６］ ０．６７２９ ０．０００ ２４．１９ ５８５．０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７ ０．８１３４ ０．０３７４ ［０．７３９８，０．８８７０］ ０．６２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１．７５ ４７３．０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０．９２２７ ０．０３３２ ［０．８５７３，０．９８８１］ ０．７３０７ ０．０００ ２７．７７ ７７１．１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０．９２８０ ０．０３４５ ［０．８６０２，０．９９５９］ ０．７１８４ ０．０００ ２６．９３ ７２５．１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０．９４３１ ０．０１１１ ［０．９２１３，０．９６４９］ ０．６６０６ ０．０００ ８４．９０ ７２０８．５６ ３７０５

　　注：各个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９２６１。

图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道路面积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０．９４３１，Ｒ２＝０．６６０６。

　　（五）中国城市线性比例变化关系的验证

关于代表城市居民需求及消费的指

标，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市辖区

用电量（Ｙ７ｉ，ｔ）和市辖区用水量（Ｙ８ｉ，ｔ）这两

个指标来检验其与城市人口规模是否呈

线性比例变化。

１．中国城市用电量与人口规模的

关系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城市用电量（Ｙ７ｉ，ｔ）和

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的截面数据的回归结

果如表７所示。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以及２０１５

年这８个年度的回归系数β的值是大于１

的，说明在这些年份中国城市用电量与人

口规模之间表现出了轻微程度的超线性比例变化关系。这与董磊等（２０１７）［１８］依据中国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样

本数据所得出的结论方向是一致的；而２０１４年以及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这５个年度的回归系数 β值都小于１，这

意味着近年来中国城市用电量与人口规模之间开始呈现亚线性比例变化。这个基于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

与贝当古等（２０１７）［１１］的结论（β＝１）不一致，其中存在因研究样本的统计口径不同（中国按照行政区划统计

城市人口，而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统计数据是基于大都市区）而造成的差异。另外，中国从２０１２年７月起

实施居民阶梯电价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节能减排的意识和习惯的形成，以家庭为单位合理规划

节约用电，也促使城市人均用电量下降。此外，中国以长江为界划分的南方和北方地区的冬季取暖方式的

差异也会导致回归结果存在偏差。

将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３７０５个面板数据依据式（４）进行混合 ＯＬＳ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７

和图７所示），回归系数β为１．００６２，与韦斯特团队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可以认为城市用电量与城市人口

规模这两个变量是按照线性比例变化的，也就是说整个研究期间内中国平均城市人口规模每增加１倍，其城

市用电量也相应地需要增加约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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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用电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１４ ０．０６０８ ［０．９１１７，１．１５１１］ ０．５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６．９６ ２８７．５９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８０ ０．０６２４ ［０．９６５２，１．２１０８］ ０．５１６５ ０．０００ １７．４４ ３０４．２９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５７７ ０．０５８６ ［０．９４２３，１．１７３０］ ０．５３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５ ３２５．８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２８９ ０．０５７２ ［０．９１６３，１．１４１４］ ０．５３２２ ０．０００ １８．００ ３２３．９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０５３５ ０．０５２９ ［０．９４９４，１．１５７６］ ０．５８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９２ ３９６．７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１．０２６４ ０．０５１２ ［０．９２４５，１．１２８３］ ０．５８０１ ０．０００ １９．８３ ３９３．１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１．０７６４ ０．０６４１ ［０．９５０１，１．２０２６］ ０．４９７０ ０．０００ １６．７８ ２８１．５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０．９６５１ ０．０５０２ ［０．８６６４，１．０６３８］ ０．５６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２４ ３７０．１９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０５４２ ０．０４５７ ［０．９６４２，１．１４４２］ ０．６５１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０６ ５３１．７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０．９６６７ ０．０４８０ ［０．８７２６，１．０６０７］ ０．５８９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２３ ４０９．１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７ ０．６６３０ ０．０４３１ ［０．５７８１，０．７４７９］ ０．４５３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３７ ２３６．２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０．７１３３ ０．０４４５ ［０．６２５７，０．８００９］ ０．４７４２ ０．０００ １６．０３ ２５７．０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０．６８７５ ０．０４４２ ［０．６００５，０．７７４４］ ０．４５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７ ２４２．４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１．００６２ ０．０１７２ ［０．９７２４，１．０３９９］ ０．４７９６ ０．０００ ５８．４２ ３４１２．８６ ３７０５

　　注：各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０．９５８５。

图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用电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１．００６２，Ｒ２＝０．４７９６。

２．中国城市用水量与人口规模的

关系

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每年的城市用水量

（Ｙ７ｉ，ｔ）和城市人口规模（Ｎｉ，ｔ）的截面数据

依据式（３）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８所示）。

研究期间内每年的 β值都大于１，且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

１．０６７９。研究期间内城市用水量与城市

人口规模这两个变量除了在２０１７年（β＝

１．００１３）可以近似认为是呈线性比例变

化外，其余各年均呈现不同程度的超线性

比例变化。

表８和图８显示了面板数据的混合

ＯＬＳ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回归系数β为１．０５３３，在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研究期间内中国城市用水量与

城市人口规模按１．０５３３的幂比例变化值进行小幅的超线性比例变化，城市平均人口规模每增长１倍，需消

耗的平均城市用水量将增加１．０５３３倍。这个结论与韦斯特团队的研究结论（β＝１）存在差异，但与董磊等

（２０１７）［１８］、焦利民等（２０２０）［６］分别依据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６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研究样本的分析结论一致，

他们认为中国不同规模的城市发展不均衡，大城市居民相比小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更好，人均用水需求也

会更大一些。另外，中国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在城市化发展阶段上的差距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

张丹（２００６）认为，在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城市居民用水量的增长率是随城市人口规模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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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而不断增加，到了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城市水资源循环利用处理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城市水资源利用调控政策的不断完善，城市居民用水量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放缓［３６］。而王湘晋等

（２０２１）指出，南北方气候的差异导致中国城市居民用水量在空间地理分布上呈由北向南逐渐增加的非均衡

的分布特征［３７］。

表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用水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年份 β值 标准误 ９５％置信区间 Ｒ２ Ｐ值 ｔ值 Ｆ值 样本量

２００７ １．０２１３ ０．０５９２ ［０．９０４８，１．１３７７］ ０．５１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７．２６ ２９７．９６ ２８５

２００８ １．０３７１ ０．０５６２ ［０．９２６５，１．１４７７］ ０．５４４９ ０．０００ １８．４６ ３４０．８４ ２８５

２００９ １．０６８０ ０．０５３８ ［０．９６２１，１．１７３８］ ０．５８０７ ０．０００ １９．８５ ３９４．１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０ １．０４８６ ０．０５１５ ［０．９４７３，１．１５００］ ０．５９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０．３７ ４１４．８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１ １．０７８４ ０．０４９４ ［０．９８１１，１．１７５７］ ０．６２５８ ０．０００ ２１．８１ ４７５．７２ ２８５

２０１２ １．０７６３ ０．０４５６ ［０．９８６５，１．１６６０］ ０．６６２０ ０．０００ ２３．６０ ５５６．８７ ２８５

２０１３ １．１４２５ ０．０５５０ ［１．０３４３，１．２５０７］ ０．６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０．７８ ４３１．７５ ２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０６０２ ０．０４３８ ［０．９７３９，１．１４６４］ ０．６７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４．２０ ５８５．４０ ２８５

２０１５ １．１１９７ ０．０４００ ［１．０４１０１．１９８４］ ０．７３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１ ７８４．３１ ２８５

２０１６ １．０４９５ ０．０４００ ［０．９７０９，１．１２８２］ ０．７０８２ ０．０００ ２６．２７ ６８９．９３ ２８５

２０１７ １．００１３ ０．０４１７ ［０．９１９２，１．０８３４］ ０．６６９７ ０．０００ ２４．０１ ５７６．６８ ２８５

２０１８ １．１１７７ ０．０３６５ ［１．０４５９，１．１８９４］ ０．７６７９ ０．０００ ３０．６６ ９３９．８９ ２８５

２０１９ １．０７６９ ０．０３７４ ［１．００３２，１．１５０６］ ０．７４４４ ０．０００ ２８．７７ ８２７．５２ ２８５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 １．０５３３ ０．０１３１ ［１．０２７６，１．０７９０］ ０．６３５８ ０．０００ ８０．４０ ６４６４．５９ ３７０５

　　注：各年份β值的算术平均值为１．０６７９。

图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用水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

　　　 注：β＝１．０５３３，Ｒ２＝０．６３５８。

　　（六）小结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中国城市的经济

社会活动类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

性比例变化，这与韦斯特团队主要基于国

外城市研究样本得到的结论方向一致（如

表９所示）。社会创新水平和经济发展水

平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产生收

益递增的现象。研究期间内中国城市人

口规模每增长１倍，会引起城市 ＧＤＰ增

长约１．２２９８倍、城市专利申请数增长约

１．４５６９倍，以及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增

长约１．６２４４倍。基于中国城市样本计算

出的超线性幂比例变化的值均高于韦斯特团队的１．１５倍的结论（如表９所示）。与韦斯特研究结论方向相

一致的另一个方面是，中国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类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变化。城市人口规模

的增加，将会产生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利用的规模经济效应，中国城市人口规模每增长１倍，只需增加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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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７３％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约８５．０３％的城市居住用地面积，以及约９４．３１％的城市道路面积，从而节约

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减少了城市的物质和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的人口规模越

大，越有利于资源的节约，越绿色环保，人均碳足迹也就越小。而在代表城市居民需求的消费类的指标中，

中国城市用电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基本呈线性比例变化；受到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区域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中

国城市用水量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化，实际β值约为１．０５３３，这一点与韦斯特团队的线性比例

变化结论并不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与已有研究［１１，１４－１５］的实证分析结果相比，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主要城市要素指标

数据的离散度更高（如表１—表８所示），即模型的可决系数Ｒ２的数值（约０．４～０．８）普遍低于韦斯特团队得
出的结果（０．６～０．９）。其原因主要是数据来源的统计口径差异（即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城市人口规

模主要以大都市区为统计口径，而中国的城市人口数据主要基于行政区划而非经济意义上的城市人口）［３８］。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这会导致一些中小城市的社会

经济形态发展成熟度较低，从而影响研究样本中城市指标数据的离散程度［１２，１８］。

表９　中国城市的幂比例变化规律实证研究结果概览

研究对象
中国城市实际幂

比例变化值

中国城市实际幂

比例变化属性

预期幂比例变化

（韦斯特团队

研究结论）

预期的幂比例

变化属性

实际与预期幂比例

变化的一致性

城市ＧＤＰ（Ｙ１ｉ，ｔ） １．２２９８ 超线性 １．１５ 超线性 一致

城市专利申请数（Ｙ２ｉ，ｔ） １．４５６９ 超线性 １．１５ 超线性 一致

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Ｙ３ｉ，ｔ） １．６２４４ 超线性 １．１５ 超线性 一致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Ｙ４ｉ，ｔ） ０．８６７３ 亚线性 ０．８５ 亚线性 一致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Ｙ５ｉ，ｔ） ０．８５０３ 亚线性 ０．８５ 亚线性 一致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Ｙ６ｉ，ｔ） ０．９４３１ 亚线性 ０．８５ 亚线性 一致

城市用电量（Ｙ７ｉ，ｔ） １．００６２ 线性 １ 线性 一致

城市用水量（Ｙ８ｉ，ｔ） １．０５３３ 超线性 １ 线性 不一致

　　五、中国城市规模的反事实假设

本文借鉴福格尔（Ｆｏｇｅｌ，１９６４）［３９］所使用的反事实假设的研究方法，强调优化人口空间结构可以实现更
高质量的发展。

　　（一）城市分类标准

本文在参考国务院２０１４年公布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基础上将研究样本所包含的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上
城市按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如表１０所示，

２０１９年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人的城市有８个，占比约３％，分别是重庆、上海、北京、天津、广州、深圳、

武汉和成都，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一线城市和直辖市，其中重庆、上海和北京的市辖区常住人口都已超过２０００万

人，２０１９年中国上述８个超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１７０５．５１万人。２０１９年市辖区常住人口在５００万人到

１０００万人之间的特大城市有１４个，占比约５％，分别是西安、杭州、南京、东莞、佛山、济南、沈阳、青岛、郑州、汕

头、苏州、哈尔滨、乌鲁木齐和石家庄，主要分布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省会城市，上述１４个特大城市的平均

人口规模为６９２．９４万人。２０１９年有１４１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处于１００万人到５００万人（不含）这个区间，占比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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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４９％，大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１９７．８５万人。而市辖区常住人口规模小于１００万人的城市则被定义为中小

城市，２０１９年共有１２２个中小城市，占比约为４３％，中小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为６５．２６万人。目前在本文样本

中约有９２％的城市人口规模小于５００万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比约为８％。

表１０　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划分标准及分布情况

城市类别 划分标准 城市数量／个 占比／％ 城市平均人口规模／万人

超大城市 市辖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人 ８ ３ １７０５．５１

特大城市 ５００万人≤市辖区常住人口＜１０００万人 １４ ５ ６９２．９４

大城市 １００万人≤市辖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人 １４１ ４９ １９７．８５

中小城市 市辖区常住人口＜１００万人 １２２ ４３ ６５．２６

　　（二）城市分类标准的合理性验证

为验证上述城市规模的分类是否合理，本文将分别计算２０１９年这四类城市（如表１０所示）的平均城市

人口规模（Ｎ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 ＧＤＰ（Ｙ１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专利申请数（Ｙ２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

（Ｙ３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Ｙ４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居住用地面积 （Ｙ５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

（Ｙ６ｉ，２０１９）、平均城市用电量（Ｙ７ｉ，２０１９）与平均城市用水量（Ｙ８ｉ，２０１９）的值，其中ｉ分别依次代表超大城市、特大

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这四类城市，并将其分别代入式（３）计算相应的 β值，与由大样本面板数据计算出

来的β值进行比较，来验证其分组的合理性。

由表１１可知，将上述每一类城市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城市ＧＤＰ和平均城市人口规模的值分别代入式（３）得：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所对应的β值分别为１．２９０１、１．３０２８、１．３２５２和１．３３９０；将２０１９

年的平均城市专利申请数和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代入式（３），计算出四类城市的β值分别为１．５１５１、１．５８９６、

１．６６７１和１．７３００；同样将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和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代入式（３）得到四类城

市对应的β值分别为１．７２６５、１．７８２６、１．８２７５和１．８８３９。以上三组结果均与依据大样本数据得出的β值

（分别为１．２２９８、１．４５６９和１．６２４４）的方向一致，均为正数。说明上述四类城市的平均城市 ＧＤＰ、平均城

市专利申请数和平均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这三个指标都与城市平均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化，这也验证

了本文中城市分组的合理性。

如表１１所示，将每一类城市的平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平均城市人口规模的值分别代入式（３）得：超

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所对应的β值分别为０．８９２６、０．９０８０、０．８９８０和０．９００３；上述四类

城市的平均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和平均城市人口规模分别按照０．８７４０、０．８８７６、０．８８２０和０．８８７９次幂呈亚

线性比例变化；以上两个指标的结果均与依据３７０５个样本面板数据计算出的 β值（分别为０．８６７３和

０．８５０３）的结论方向（亚线性比例变化）一致，再一次证明了分组的合理性。对于平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与

平均城市人口规模的关系，将２０１９年的均值数据代入式（３），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β值分别为０．９５２７和

０．９９１７，与依据大样本面板数据得到的β＜０的结论一致，而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测得的β值分别为１．００５６和

１．０１３８，在这两类城市中平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与平均城市人口规模现出了近似线性的比例变化，与大样

本面板数据结论存在一定差异。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城市用电量与平均城市人口规模分别按照

１．０２６３、１．０８２０、１．１６６９和１．３５５１的幂比例呈超线性比例变化，这与前文基于全部研究样本的数据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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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似线性比例变化（β＝１．００６２）的结论并不一致。上述四类城市２０１９年的平均城市用水量与平均城市

人口规模均呈超线性比例变化关系（β值分别为１．２２０９、１．２７７７、１．２８４０和１．３３８０），与基于全部城市面

板数据样本得出的结论（β＝１．０５３３）方向一致。

由此可知，本文所使用的城市划分标准对大多数指标都得出了与全部研究样本方向一致的结论，说明

上述分类标准是合理可行的。

表１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四类城市各指标均值与相应的β值

指标城市类型 超大城市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小城市
大样本数据

β值

平均城市人口规模／万人（Ｎ１ｉ，２０１９） １７０５．５１ ６９２．９４ １９７．８５ ６５．２６

平均城市ＧＤＰ／亿元（Ｙ１ｉ，２０１９） ２３５６２．２５
（β＝１．２９０１）

８００９．６４
（β＝１．３０２８）

１７６１．５３
（β＝１．３２５２）

４２９．１０
（β＝１．３３９０）

１．２２９８

平均城市专利申请数／件（Ｙ２ｉ，２０１９） １４４９５７
（β＝１．５１５１）

６０２５７
（β＝１．５８９６）

１２３８３
（β＝１．６６７１）

２５３４
（β＝１．７３００）

１．４５６９

平均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件（Ｙ３ｉ，２０１９） ２１０６６
（β＝１．７２６５）

６４２１
（β＝１．７８２６）

８７２
（β＝１．８２７５）

１４５
（β＝１．８８３９）

１．６２４４

平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Ｙ４ｉ，２０１９） １１００．３８
（β＝０．８９２６）

５４４．５７
（β＝０．９０８０）

１６５．４８
（β＝０．８９８０）

６１．７３
（β＝０．９００３）

０．８６７３

平均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平方公里（Ｙ５ｉ，２０１９） ３２２．２５
（β＝０．８７４０）

１６０．２９
（β＝０．８８７６）

５１．１７
（β＝０．８８２０）

１９．７２
（β＝０．８８７９）

０．８５０３

平均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万平方米（Ｙ６ｉ，２０１９） １５０９０．７５
（β＝０．９５２７）

８２５２．８６
（β＝０．９９１７）

２５６３．２８
（β＝１．００５６）

８６９．４９
（β＝１．０１３８）

０．９４３１

平均城市用电量／万千瓦时（Ｙ７ｉ，２０１９） １００９０６０２．１３
（β＝１．０２６３）

５７６３５９９．５７
（β＝１．０８２０）

２３２６２１１．４４
（β＝１．１６６９）

１３９９７４７．８８
（β＝１．３５５１）

１．００６２

平均城市用水量／万吨（Ｙ８ｉ，２０１９） １３３２１５．１３
（β＝１．２２０９）

６４３２１．７１
（β＝１．２７７７）

１３４０９．４７
（β＝１．２８４０）

４０４５．３１
（β＝１．３３８０）

１．０５３３

　　（三）重点发展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反事实假设

假设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口规模５００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比实际增加５０％，按照研究样

本中四类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计算，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数量需相应减少，以保证总人口不变。

反事实假设１：２０１９年中国新增４个超大城市和７个特大城市，并减少４０个大城市和５８个中小城市。

依据表１０所示的２０１９年四类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估算可得，如果按照反事实假设１的城市人口规模

分布，中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约增加１１６７２．６２万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人口约减少１１６９９．０８

万人。２０１９年中国的城市总人口规模基本不变，但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发生了改变，有１２个超大城市、

２１个特大城市、１０１个大城市和６４个中小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５００万的城市占比１６％。那么，相对于

２０１９年的实际情况，重点发展人口规模在５００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会给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经

济社会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本文依据表１１计算出的各类城市指标的平均值分别依据式（６）—式（１３）计

算城市ＧＤＰ、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建设用地面积、居住用地面积、实有道路面积、用电量和用水量

这几个指标的变化情况。

ΔＹ１ｉ，２０１９ ＝４Ｙ１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１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１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１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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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Ｙ２ｉ，２０１９ ＝４Ｙ２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２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２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２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７）

ΔＹ３ｉ，２０１９ ＝４Ｙ３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３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３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３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８）

ΔＹ４ｉ，２０１９ ＝４Ｙ４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４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４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４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９）

ΔＹ５ｉ，２０１９ ＝４Ｙ５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５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５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５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０）

ΔＹ６ｉ，２０１９ ＝４Ｙ６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６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６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６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１）

ΔＹ７ｉ，２０１９ ＝４Ｙ７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７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７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７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２）

ΔＹ８ｉ，２０１９ ＝４Ｙ８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８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８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８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３）

在式（６）—式（１３）中，ΔＹ１ｉ，２０１９、ΔＹ２ｉ，２０１９、ΔＹ３ｉ，２０１９、ΔＹ４ｉ，２０１９、ΔＹ５ｉ，２０１９、ΔＹ６ｉ，２０１９、ΔＹ７ｉ，２０１９和 ΔＹ８ｉ，２０１９分别表示

２０１９年样本中的城市ＧＤＰ、城市专利申请数、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城市居住用地面积、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城市用电量和城市用水量的变化量，其中ｉ包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这四类城市。

如表１２所示，如果城市人口规模按反事实假设１的结构分布，２０１９年中国的城市ＧＤＰ将增加５４９６７．４８

亿元，达到１０７０９３５．４８亿元，比２０１９年中国的实际ＧＤＰ增加了约５．５５％，比样本中的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

２０１９年实际ＧＤＰ总和更是增加了约９．１４％；代表创新能力和创新活跃度的专利申请量指标２０１９年也将增

加３５９３３５件，比２０１９年中国实际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约８．２％，比２０１９年样本中的专利申请量增长了约

８．８５％；代表创新质量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指标将会增加８５９２１件，比２０１９年中国实际的发明专利授权量增

长约１８．９７％，比样本２０１９年的发明专利授权量总和更是增加了约２１．５３％。由此可知，增加超大城市和特

大城市的数量并减少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数量会引起整体社会财富和创新能力的增长。

表１２　２０１９年重点发展超大和特大城市的城市元素指标的变化情况

基于反事实假设１的指标变化量
（ΔＹｉ，２０１９）

变化情况
基于研究样本的指标实际值

（Ｙｉ，２０１９）
变化情况

变化比例／％
（ΔＹｉ，２０１９／Ｙｉ，２０１９）

城市ＧＤＰ变化量（ΔＹ１ｉ，２０１９） ５４９６７．４８亿元 城市ＧＤＰ（Ｙ１ｉ，２０１９） ６０１３５８．８３亿元
（全国ＧＤＰ约９９０８６５亿元）

９．１４
（５．５５）

城市专利申请数变化量（ΔＹ２ｉ，２０１９） ３５９３３５件 城市专利申请数（Ｙ２ｉ，２０１９） ４０５８４１６件
（全国专利申请数约４３８００００件）

８．８５
（８．２０）　

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变化量（ΔＹ３ｉ，２０１９） ８５９２１件 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Ｙ３ｉ，２０１９） ３９９０２９件
（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约４５３０００件）

２１．５３　
（１８．９７）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量（ΔＹ４ｉ，２０１９） －１９８６．０３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Ｙ４ｉ，２０１９） ４７２９０平方公里 －４．２０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变化量（ΔＹ５ｉ，２０１９） －７９９．５３平方公里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Ｙ５ｉ，２０１９） １４４４３平方公里 －５．４０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变化量（ΔＹ６ｉ，２０１９） －３４８２８．６万平方米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Ｙ６ｉ，２０１９） ７０３７６６万平方米 －４．９５　

城市用电量变化量（ΔＹ７ｉ，２０１９） －９３５２６２２９．１３万千瓦时 城市用电量（Ｙ７ｉ，２０１９） ６６０１８０２６５万千瓦时 －１４．１７　　

城市用水量变化量（ΔＹ８ｉ，２０１９） ２１２１０５．７１万吨 城市用水量（Ｙ８ｉ，２０１９） ４３５０４８７．６万吨 ４．８８　

与此同时，反事实假设１的城市人口分布结构将使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减少约１９８６．０３平方公

里，比样本中２０１９年的实际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和减少约４．２％；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将减少７９９．５３平方公

里，比２０１９年样本的实际值节约５．４％；而城市实有道路面积也将减少３４８２８．６万平方米，比样本的实际道

路面积节省了４．９５％，反事实假设１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将会节约基础设施的投入量。

９８



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１１期）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１１，２０２２）

从能源消耗的角度看，基于反事实假设１的城市空间格局，将会使城市用电量减少９３５２６２２９．１３万千

瓦时，比２０１９年样本的实际用电量下降约１４．１７％，形成大幅度的电力节约；而城市用水量却会比２０１９年实

际情况增长２１２１０５．７１万吨，增幅约为４．８８％。

以上结论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依靠优化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增加常住人口大于

５００万人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就可以明显促进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可以

减少中国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土地的投入总量，并减少全社会电力能源的消耗量，实现社会更加绿色低碳的

发展，从而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然而，现阶段城市规模越大，水资源的消耗反而越多。

　　（四）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反事实假设

假设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口规模在５００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比实际减少５０％，相应增加

人口规模在５００万人以下的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数量，使人口规模总量基本维持不变。

反事实假设２：２０１９年中国减少４个超大城市和 ７个特大城市，并增加 ４０个大城市和 ５８个中小

城市。

在反事实假设２的人口空间分布结构下，中国将有４个超大城市、７个特大城市、１８１个大城市和１８０个

中小城市，市辖区常住人口超过５００万人的城市仅占城市总量的３％左右；由此依据四类城市的平均人口规

模（数据如表１０所示）进行估算，２０１９年中国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总人口将减少约１１６７２．６２万人，而大

城市和中小城市的总人口将增加约１１６９９．０８万人，总体人口规模基本保持一致。将各类城市指标的平均

值（如表１１所示）分别依次代入式（１４）—式（２１），计算重点发展常住人口规模在５００万人以下的大城市和

中小城市将会给中国城市的ＧＤＰ、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授权数、建设用地面积、居住用地面积、实有道路面

积、用电量和用水量这几个指标带来怎样的变化。

ΔＹ１ｉ，２０１９ ＝－４Ｙ１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１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１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１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４）

ΔＹ２ｉ，２０１９ ＝－４Ｙ２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２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２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２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５）

ΔＹ３ｉ，２０１９ ＝－４Ｙ３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３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３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３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６）

ΔＹ４ｉ，２０１９ ＝－４Ｙ４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４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４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４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７）

ΔＹ５ｉ，２０１９ ＝－４Ｙ５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５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５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５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８）

ΔＹ６ｉ，２０１９ ＝－４Ｙ６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６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６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６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１９）

ΔＹ７ｉ，２０１９ ＝－４Ｙ７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７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７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７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２０）

ΔＹ８ｉ，２０１９ ＝－４Ｙ８超大城市，２０１９－７Ｙ８特大城市，２０１９＋４０Ｙ８大城市，２０１９＋５８Ｙ８中小城市，２０１９ （２１）

式（１４）—式（２１）的计算结果如表１３所示，如果中国的城市人口空间结构按反事实假设２的情况分布，中

国２０１９年的ＧＤＰ将减少５４９６７．４８亿元，约为９３５８９７．５２亿元，比现实中２０１９年中国的ＧＤＰ下降约５．５５％，

比样本的ＧＤＰ总和减少约９．１４％；专利申请数将减少３５９３３５件，比２０１９年中国的实际专利申请数减少约

８．２％，比本文样本的实际专利申请数总和减少约８．８５％；２０１９年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也将减少８５９２１件，比

２０１９年中国实际发明专利授权数减少约１８．９７％，比样本减少约２１．５３％，说明该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结构

不利于社会经济和创造力的发展。

依照反事实假设２，中国２０１９年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１９８６．０３平方公里，比样本的实际值提高

了约４．２％；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将增加７９９．５３平方公里，比样本的实际值增长约５．４％；城市实有道路面积

将增加３４８２８．６万平方米，相对于２０１９年研究样本的实际值增加约４．９５％，由此可知，如果人口更多地流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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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５００万人以下的城市，将需要更多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投入量，实际降低了基础设施的利用效率。

再比较能源的消耗，基于反事实假设２的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将使城市用电量增加９３５２６２２９．１３万千

瓦时，比２０１９年样本的实际城市用电量增加约１４．１７％；城市用水量将减少２１２１０５．７１万吨，比２０１９年的

样本实际值减少约４．８８％。

上述计算结果说明重点发展人口规模小于５００万人的城市将会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产

生明显的负面效应，在相同的人口规模下，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创新产出比之前更少了，而需要消耗的基础设

施和电力能源却比以前更多了，这不利于社会的集约发展。

表１３　２０１９年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５００万人以下大城市的城市指标变化情况

基于反事实假设１的指标变化量
（ΔＹｉ，２０１９）

变化情况
基于研究样本的指标实际值

（Ｙｉ，２０１９）
变化情况

变化比例／％
（ΔＹｉ，２０１９／Ｙｉ，２０１９）

城市ＧＤＰ变化量（ΔＹ１ｉ，２０１９） －５４９６７．４８亿元 城市ＧＤＰ（Ｙ１ｉ，２０１９） ６０１３５８．８３亿元
（全国ＧＤＰ约９９０８６５亿元）

－９．１４
（－５．５５）

城市专利数变化量（ΔＹ１ｉ，２０１９） －３５９３３５件 城市专利数（Ｙ２ｉ，２０１９） ４０５８４１６件
（全国专利数约４３８００００件）

－８．８５
（－８．２）　

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变化量（ΔＹ３ｉ，２０１９） －８５９２１件 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Ｙ３ｉ，２０１９） ３９９０２９件
（全国发明专利授权数约４５３０００件）

－２１．５３　　
（－１８．９７）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变化量（ΔＹ４ｉ，２０１９） １９８６．０３平方公里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Ｙ４ｉ，２０１９） ４７２９０平方公里 ４．２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变化量（ΔＹ５ｉ，２０１９） ７９９．５３平方公里 城市居住用地面积（Ｙ５ｉ，２０１９） １４４４３平方公里 ５．４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变化量（ΔＹ６ｉ，２０１９） ３４８２８．６万平方米 城市实有道路面积（Ｙ６ｉ，２０１９） ７０３７６６万平方米 ４．９５　　

城市用电量变化量（ΔＹ７ｉ，２０１９） ９３５２６２２９．１３万千瓦时 城市用电量（Ｙ７ｉ，２０１９） ６６０１８０２６５万千瓦时 １４．１７　　

城市用水量变化量（ΔＹ８ｉ，２０１９） －２１２１０５．７１万吨 城市用水量（Ｙ８ｉ，２０１９） ４３５０４８７．６万吨 －４．８８

　　（五）反事实假设结论

上述两个反事实假设的结果表明，适当增加人口规模在５００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数量，降

低人口向大城市流动的限制门槛，将会更有利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同时也会减

少基础设施的投入量和能源的消耗量（尤其是电力能源的消耗量，现阶段水资源的消耗尚不符合这一规

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通过优化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结构就可以带来明显的收益递

增。说明中国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类指标与城市人口规模呈超线性比例变化，而中国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

指标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这个结论与韦斯特团队提出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研究结论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和反事实假设的结论可知，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分布与主要城市指标的关系与韦斯

特团队提出的幂比例变化法则一致。城市与生物体相似，也具有高度复杂性，也需要通过网络进行新陈代

谢，通过不同时空层次的网络化组织形成相互的联系从而不断地进化，因此城市系统在规模发生变化时，也

会表现出一定的幂比例变化规律。

本文依据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中国２８５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研究样本的分析可知，在中国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
规模增加１倍，只需增加约０．８６７３倍的建设用地面积、增加０．８５０３倍的居住用地面积、增加约０．９４３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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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面积，却能够带来约１．２２９８倍的ＧＤＰ的增长、约１．４５６９倍的专利申请数的增长和约１．６２４４倍的
发明专利授权数的增长。在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城市的物质基础设施类指标随人口规模的变化

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而城市的经济社会活动类指标随人口规模的变化呈超线性比例变化。当然，城市的幂

比例变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除了财富、创新等要素外，犯罪率、患病率等要素也会随人口规模的增加产生

超线性比例变化［４］，这也形成了人们所熟悉的“大城市病”等大城市治理问题。然而，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大

以及人口密度的提升并不是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城市病”的根本原因，城市治理能力低下和轨道

交通发展滞后才是其原因所在，应当借鉴国际经验提升城市规划和城市治理能力来应对［３６］。总体来看，大

城市相对于小城市更有利于节约城市基础设施和减少能源消耗，更有利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产生更多

的创意思想。这个基本的城市发展规律也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人口有从小城市向大城市集聚的内在动力，

这也成为全球城市化持续快速发展的潜在驱动力。

　　（二）政策含义

第一，依据上述研究结论，大城市更有利于提升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率从而节约材料和能源，实现低碳绿

色发展，同时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还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创新的超线性增长，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红

利。２０１０年美国人口规模排名前２０位的大都市区内集聚了约占全美３７．４％的人口，创造了占全美４６．６％
的ＧＤＰ和６３％的专利，而２０１０年中国人口规模排名前２０位的城市人口总和仅占全国人口的９％，创造的
ＧＤＰ和专利申请量约占全国总数的２９％和４２．９％，这再一次说明了大城市（大都市区）具有更高的经济发
展效率和创新能力，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中心。中国的人口、经济和创新的集聚程度和美国还存在较

大的差距，因此中国的城市化战略的制定应遵循基本的城市发展规律以及借鉴国际经验，在不断提升城市

化率的同时，应当取消严格控制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的政策，适当增加超大城市和特

大城市的数量，优化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构，这将有助于实现中国更加高效率、高质量、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４０］。反之，如果政策更倾向于增加中小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供给，将会导致土地资源在空

间上的错配，会造成中小城市的商品房和开发区的大量空置，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房价和工商业的生产

要素成本将会不断被抬高，从而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起到抑制作用［３８］。

第二，城市的规模也并不是越大越好，这主要受到人们所能承受的每天通勤时间的制约。依据马尔凯

蒂定律，无论处于什么时代、什么类型的城市、采用什么通勤方式，大多数人每天愿意花费的平均通勤时间

大多不超过１小时。随着交通工具的运行速度不断提升和交通规划的不断改进，人们单位时间所能实现的
通勤距离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包括地铁和城际间铁路）的发展使人们在相同的通勤时间内可以

活动的距离越来越长，这也使得城市的面积可以不断地扩大，但１小时通勤时间的限制已然成为制约城市面积
扩大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更为合理的城市规模的统计和规划口径应当着眼于以本地劳动力市场为基础的

１小时通勤时间所能够达到的最长通勤距离为半径的区域范围。这就是大都市区的概念，是一个由大城市和与
其存在着较高通勤联系的邻近县市组成的区域。按照目前的主要交通工具的运行速度，大都市区的地域面积

一般不超过２万平方公里。比如东京大都市区的面积约为１３５３０平方公里，容纳了约３８００万人，是世界上人
口最多的大都市区，其拥有的约２７００公里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承担了东京大都市区约７０％的客运量，有效地
支撑了大都市经济发展的通勤需求。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入大都市区化（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的发展阶段，
大都市区能够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实现基础设施投入的节约和财富创新的规模报酬递增。因此，中国应以超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重点发展２０个左右的大都市区，使其在１．５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集聚多个中小
城市。依据已有的国际经验，一个大都市区可以吸纳约２０００万到４０００万人口形成具有紧密通勤联系的区
域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人口集聚程度较高的大都市区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进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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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配置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以此为基础设施和城市治理规划的依据，合理规划建设大都市区内的轨

道交通和通勤铁路网络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产品，以支撑经济活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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